
第 ２５ 卷　 第 ４ 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

媒介文化的实践论批评
李胜清

摘　 要： 媒介文化的意义内涵不但指涉着技术因素， 而且蕴含着价值理念与实践意向。 在实践论批评

视域中， 媒介文化的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 在历史性上， 媒介文化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一个新阶段； 在社会

性上， 媒介文化充当了数字化社会关系的符号镜像； 在功能性上， 媒介文化表征了一种媒介崇拜的意义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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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知识场域中， 媒介文化以其议题的时尚性和言说话语的新锐性昭示了自

己的独特在场。 这种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媒介的技术层面， 而且表现在价值理念与问题范式层面。 相对

于传统文化形态而言， 媒介文化中的媒介不仅仅充任着工具的角色， 而是本身就构成与其指涉意义具

有同等重要性的观照对象， 媒介本身及其特定的在场方式就提示了一种丰富复杂的价值意向。 问题的

这种提法意味着， 对媒介文化作一种纯粹的知识论与工具性考察显然会低估其中的意义蕴含， 唯有在

知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到价值论与实践论的层面， 媒介文化才能对象化其应有的价值关切与人文

品格。

一、 媒介文化的历史性澄明

媒介自古就有， 但媒介文化则只是人类历史演进到一定程度才有的一种文化经验。 换言之， 在媒介

对于人类生活的建构仅仅局限于工具性角色的历史阶段， 媒介文化这样的问题或者处于某种不自觉状

态或者根本不可能被提出。 只有当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塑造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时候， 才可能生成一种媒

介文化， 也就是说， 媒介开始对人类文化产生某种定性规定之一， 它从总体性上规定了人类文化的基

本性质与问题框架， 而且成为人类文化构成要素中居统治地位的规约因素之一。 职是之故， 人类文化

在某些方面就显示了很强的媒介导向意味， 正是在这种特设的意义上， 媒介文化及其所提示的价值理

念才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基础性历史语境。
从人类文明发展角度来看， 媒介文化代表了人类人化自然的一种新的发展阶段， 即信息文明。 与农

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主要借助于自然力和机械力来进行社会实践不同的是， 在信息文明时代，
各种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和镜像媒介成为了人类表情达意以及处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

式。 有论者指出， 媒介演化史在别一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演化， “从默声时代到有声

语言时代， 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 从文字时代到电子时代， 从电子时代到数字时代， 人类在媒介空

间的建构中走过了五种文明： 刻画文明→语言文明→印刷文明→电子文明→数字文明。” ［１］ 它表明， 社

会文明形态与人化历史的范式业已发展到了一种新的阶段， 在这个新的阶段， 媒介符号成为人类用以

对象化并确证自我本质力量的主要实践形式。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 媒介及其所表征的文化形态不但

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人类文明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 而且成为人类获取知识、 阐释世界的某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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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提， 对此，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问题的经典评论就表达了这样的意向： “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

说任何媒介及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 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

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２］ 很显然， 这种 “新的尺度” 指的就是由媒介

文化及其价值理念所形构的新的文明体系， 它表明， 人类社会的进步达到了一种新的阶段， 人类认识

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出现了质的飞跃。 媒介及其所表征的文化理念几近一种全景视域， 对媒介文

化而言， 社会生活似乎不再是无法穿透的， 它的意义痕迹遍布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经验场域。 由此所

导致的文明体系一旦发生变化， 就必须建构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实践原则、 知识系统与文化观念， 其原

因就在于 “媒介是文明的载体、 标志和形态， 也是知识的载体和形态。 人类的媒介进程， 既是文明演

进的历程， 也是人类知识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历程。 媒介技术和形态的变化， 改变并决定着知识的

生产者、 拥有者， 同时也决定着知识的形态以及传播方式。” ［３］

检视当下生活， 媒介尤其是数字媒介已经作为一种实体性元素日益介入商业广告与营销、 智能交

互、 新闻传播、 电子商务与金融、 网络舆情、 大数据运行与处理等领域， 媒介文化也相应地成为这些

领域的一种新的观念要素， 进一步说， 媒介文化时代的到来， 使得关于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自

身关系变得不同于以往， 而置身于其中的我们将日益具备一种 “适媒性” 质素。

二、 媒介文化的社会关系表意

在媒介文化的内在意义结构中， 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因素或生产力要素是与其所提示的社会关系内

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它们实际上不过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在实践论阐释语境中， 媒介不

仅仅是一种中立性的技术形式和工具形式， 而且是一种具有丰富复杂价值意涵的文化符号。 对于媒介

的实践论考察主要指向它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 也就是说， 在实践论的逻辑框架中， 考察媒介实

际上就是对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的分析， 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内容。
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符号形式， 媒介的本质不在于其本身的物理性状， 而在于其社会学和文化学的

形式，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于媒介的特定使用方式和价值态度方面。 按照这样的逻辑方式被考察

的媒介自然就生成为一种特定的媒介文化， 此时， 尽管媒介还是以物的形式在世， 但是其本质却是表

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特定的社会关系性质。 作为一种本身就是经由社会发展变化而形成的文化形

态， 媒介文化的存在及其变化潜在地指涉了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化， 马克思曾经以作战工具变化对于军

队内部社会关系的影响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类比的方法论启示，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 他们

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 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随着新作战

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 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 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

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 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４］ 媒介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形式显然

会在一定范围内对社会关系进行重构， 如果说此前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由人与人直接发生联系而结成的，
那么在媒介文化时代， 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则主要借助各种媒介以一种间接的形式来达成， 一如商品

社会中借助商品来结成社会关系一样。 在这样的语境中， 人们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性质已经被压缩到

一种隐性的深度， 经验层面所能直接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无差别的媒介交往和同质化的符号关系。 人与

人之间那种充满质性差异和所指内涵的社会关系已经被置换成了一种虚拟的媒介关系和符码关系。 对

于社会关系的这种性质及其显现方式， 如果仅仅从纯粹的知识论和经验论角度来进行分析， 我们所能

感受到的就只有一系列的媒介符号与数字化的信息交换， 其中所承载的个性化的社会关系内涵则可能

逸出考察视野之外， 唯有对媒介和媒介文化同时进行实践论的解读， 才有可能发微隐伏其中的深层社

会关系指涉意义， 恢复媒介所表征的人的意义及其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的联系。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

上， 美国科技哲学家米切姆认为对于工具因素和技术因素的真正批判主要是一种以社会学和文化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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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的实践论批判， “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 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 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

质疑， 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 ［５］ 其原因就在于， 媒介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关系处

于某种互文共在、 相互建构、 相互表征的状态， 媒介化的社会基础关系确保了媒介文化作为社会生活

立法者与阐释者的合法性， 而媒介文化则从情感态度与价值理念层面塑造相应的主体形象， 以确保媒

介化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媒介所呈现的社会关系镜像虽然从直接形态上疏离了现实生活领域， 但实际上它与现实生活的联

系始终存在， 更准确地说， 正是特定的社会关系性质才使得它对于社会关系的表征采取了这种符号化

的方式。 考察媒介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考察它所承载的社会关系性质以及这种性质所由以形成的原

因， 在媒介文化的意义域建构中， 媒介不但成为界划特定社会关系的意义边界的符号形式， 而且它本

身就是特殊的社会关系表征形式。

三、 媒介文化的仪式功能

媒介文化的大规模出现不仅仅在自律的意义上改变了当代文化艺术的存在方式与美学秩序， 而且

它对于现实的深度介入也使得总体性的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种媒介化的价值重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

这种现象称之为媒介崇拜。 从福柯话语实践理论视域来看， 媒介文化不但在事实经验层面改组了社会

生活的技术性存在方式， 而且重构了社会人生实践的意义系统、 象征系统与信仰模式， 这就意味着，
媒介文化已经具有了某种形而上的意味， 它从符号仪式层面成为了社会生活与意义实践的立法者与阐

释者。
在媒介文化语境中，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实践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媒介为人类把握世界与理解

世界提供了新的实践范式与话语符号， 就像波兹曼所分析的那样： “和语言一样， 每一种媒介都为思

考、 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 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６］ 很显然， 在媒介所

构成的文化符号体系与仪式中， 人们更愿意将世界把握为一种数字结构或影像景观， 不管现实世界在

质的规定性方面存在多少差异， 媒介的介入程度不同地使个性化的经验都对象化为可通约的符号形式，
并且以符号形式来组织自己的生活， 规定自己存在的意义边界，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

中， 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７］ 媒介符号成了人们无可超逸的现实， 作为一种深层存在的价值

框架， 媒介文化所提示的理念使得人们相信， 如果周遭的世界与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能被转化为某种媒

介符号的存在形式， 它们就会因为显得陌生而难以获得理解与信任。 换言之， 在这样的语境中， 媒介

的缺席将使得组织生活变得更困难， 对其中的意义阐释也将可能遭遇 “失语” 的危机。 在媒介中并通

过媒介来探索世界的可能性， 借助媒介来处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加深对

自我的认识和理解已经成为媒介化时代人们的基本在世方式与身体化经验。 置身于媒介符号及其文化

氛围中， 人们感到熟悉而亲切， 一如置身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 “在家” 状态。 使问题更趋严重的还在

于， 尽管媒介符号最初是以现实事物的某种表象形式而出现的， 但是当媒介符号本身脱离与现实事物

的指涉关系并且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我指涉体系时， 它可能会使人们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发生一种功能性

的改变， 媒介符号所建构的世界使得人们确信它就是真实本身， 从而对现实生活产生一种有意无意的

拒绝与质疑， 英国传媒学者李斯特以摄影为例分析了媒介符号可能带来的意义后果： “摄影影像造成了

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更愿意相信表明事物的符号而不是事物本身， 更愿意相信复制品而不是原件， 更

愿意相信幻象而不是真实， 更愿意相信表象而不是本质。” ［８］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 其原因就在于媒

介文化对于世界进行了一种总体性的影像化与符号化重构， 它形塑了一种媒介化的生活客体与经验结

构， 而且也重构了一种与之相匹配的主体性格、 感知结构与实践方式， 即一种媒介世界与媒介人的形

象。 当世界的媒介化成为一种结构性现象的时候， 它意味着， 被媒介文化所赋魅并谋求在媒介符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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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中获得一种合法化的存在就成为了人们的诉求与期许， 它为人们建构了另一种维度的存在体

验。 英国学者西尔弗斯通在电视媒介问题上就持论这样的观点： “作为一个物体： 电视荧屏为日常生活

提供了一个焦点并为有限度的超越提供了一个框架———它暂时消除人们的不信任———它让我们从日常单

调的世俗惯例中抽身出来， 进入到一个由节目表与节目组成的神圣惯例中。” ［９］ 在这种由媒介符号所建

构的秩序中， 人们通过媒介并且就在媒介中似乎找回了一种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
媒介文化的仪式感寄寓了人们对于媒介所表征的精神意向的诉求， 它以技术的方式生产了一种媒

介至上与媒介拜物教的意识， 一旦澄明与解蔽媒介符号的价值身份， 其中所蛰伏的意义就会获得绽放，
对此， 费雷认为： “从根本上说， 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 通过我们制造和使用的器具， 我们表达了

自己的希望、 恐惧、 意愿、 厌恶和爱好。 技术一直是事实和价值、 知识与目的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

……通过对技术的解析， 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个完整的信奉和信仰世界。” ［１０］ 媒介在其作为技术因素的存

在中实际上就昭示了人们的情感意志、 理想态度与价值信仰， 而媒介文化则为这些观念性与精神性意

向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了意义语境的支撑。

四、 结 　 　 语

鲍桑葵曾经从美学角度一般性地谈及了媒介问题的重要性， 他说， “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

特殊的愉快， 而且赏识自己媒介的特殊能力。 这种愉快和能力感当然并不仅仅在他实际进行操作时才

有。 他的受魅惑的想象就生活在他的媒介的能力里； 他靠媒介来思索， 来感受； 媒介是他的审美想象

的特殊身体， 而他的审美想象则是媒介的惟一特殊灵魂。” ［１１］ 这对于当代媒介文化来说尤其显得具有启

发意义。 就媒介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结构性价值布展和总体性的精神表情而言， 媒介化生存确乎

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本体论在世方式与自觉的文化体验， 人们之所以日益介入媒介文化或者被媒介

文化所建构， 其旨归显然不仅仅是出于知识论的考量， 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 人们透过媒介文化获得

了某种新的价值认同， 并且就在一种媒介世界秩序中寻觅到了一种新的意义系统， 探索出了人性的新

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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